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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汉时期，匈奴归义人在汉匈交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但促进了胡汉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方面的交流互鉴，还推动了彼此走向融合的进程。在西汉和匈奴交往过程中，匈奴先后有不少人员归

附西汉，这些人不仅在西汉出任文武官员，还推动了双方文化互动融合。他们作为汉匈双方沟通交往的

纽带之一，不但推进了中原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碰撞交融的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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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Xiongnu returne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ino-Hungarian interaction, which not only promot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
changes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between the Hu and the Han, but also pushed the process of 
mutual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estern Han and Xiongnu, many 
Xiongnu people successively joined the Western Han, and these people not only served as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Western Han, but also promoted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s one of the link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an and Xiongnu, they not 
only promoted the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the collision and intermingling between the agri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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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peopl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madic peoples in the north,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
tion for the great national integration during the Wei-Jin and North-South Dynas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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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匈奴是中国古代史料记载中，最早建立游牧政权的北方游牧民族，自公元前 3 世纪以来，就和中原

汉民族产生交往交流，并日益加深，这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完成

的标志[1] (P. 24)。在此过程中，双方往来互动频繁发生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而匈奴归义

人群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关史料和考古材料证明，该时期的匈奴归义人员，在汉匈

碰撞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他们的存在，汉匈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趋增

多、交流逐渐深化、交融不断加强，同时也促进了西汉中原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碰撞交融进一步加

深。 
学界关于西汉时期匈奴归义人群的研究成果，大多着眼于其归附西汉的具体史实梳理和考证，鲜有

专文论及在汉匈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匈奴归义人群发挥了何种作用。本文拟将这一时期的匈奴归义人

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出发，在捋清匈奴归义人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讨西汉时期的汉族和匈奴之间的依存互动关系，发掘该时期匈奴归义人群对汉匈在政治、军事、经济以

及文化等方面的推动作用。 

2. 各色匈奴归义人员及其子嗣 

西汉时期，有不少匈奴贵族因受到政治斗争牵涉，不得不归附西汉，也有一些是因在对西汉军事行

动中失利，被俘虏而降附的 1。这些匈奴贵族并非只身一人，而是带领其治下部众一同归附，如匈奴浑邪

王率领四万余人归附西汉。根据林幹统计，截至宣帝末年，除去在历次战役被俘归附的匈奴兵士，仅跟

随首领一同归附西汉的匈奴部众就达十余万人[2] (P. 90)。因同西汉作战被俘的匈奴兵士更是不可计数。 
匈奴贵族归附西汉最早开始于文景时代。据《史记·韩王信列传》记载，最早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

是匈奴相国韩颓当和韩婴，二人为高祖时投降匈奴的韩王信与韩国太子后代，生于胡地[3] (卷 93《韩信

卢绾列传》P. 2636)。汉文帝前十四年(前 166)，韩颓当和韩婴率众降汉，文帝封韩颓当为弓高侯、韩婴

为襄城侯。汉景帝中三年(前 147)冬，有 7 位匈奴王归附汉朝，被汉景帝封为列侯，他们分别是安陵侯于

军、垣侯赐、遒侯隆彊、容城侯唯涂卢 2、易侯仆䵣、范阳靖侯代和翕侯邯郸[3] (卷 19《惠景间侯者年表》

PP. 1018~1021)。这是有记载以来匈奴贵族第一次较大规模归附西汉。冯金忠《汉景帝时匈奴诸王入附考》

Open Access

 

 

1本文所论述的“匈奴归义人”，并非完全为匈奴族人，还包含部分西汉早期依附匈奴的汉族人后代，如高祖时投奔匈奴的韩王信

和燕王卢绾后代。他们虽为汉族人，但却生长于胡地，本身就是汉匈互动交融的生动写照。 
2《汉书·景帝昭宣元成功臣表》记作“容城携侯徐卢”，据清人王念孙考证，“容城携侯涂卢”应是“容城侯唯涂卢”之误。“唯

涂”为姓，“卢”是其名，其孙唯涂光《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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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景帝时期，匈奴七王归附西汉，是由于匈奴内乱[4]。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景帝继位后，

匈奴趁西汉爆发“七国之乱”，欲同赵王合谋入边，但被西汉中央及时粉碎[5] (卷 94 上《匈奴传上》P. 3764)。
由此可知，景帝时期汉匈交往是较为密切的，而于军诸王亦有可能是近塞的匈奴王，所以他们在斗争失

败后选择归投西汉。除此之外，归附匈奴的燕王卢绾后裔卢它之于景帝中五年复归西汉，被封恶谷侯。 
西汉时期匈奴贵族第二次大规模归附西汉发生在武帝在位时期，此期间有诸多匈奴归义人员被封为

列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 120)，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于河西地区大破匈奴休屠王等部，俘虏数万匈奴部

众。匈奴单于闻得此事，欲召诛浑邪、休屠二王，二王恐惧，为全性命，欲率其部众归附西汉。在此过

程中，浑邪王计杀休屠王，统合浑邪、休屠二部，共计四万余人，归附西汉，汉武帝设五属国来安置其

众。浑邪王杀休屠王后，休屠王太子金日磾和其母阏氏、弟金伦跟随浑邪王一同降汉，没入宫中，为黄

门养马。金日磾因善养马得到武帝垂青，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常入侍左右，甚得宠信，后其三

子金赏还迎娶了昭帝权臣霍光之女。浑邪王本是驻牧于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王。浑邪王归附西汉

后，被封为漯阴侯，封邑在平原县。 
此外，在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中，匈奴官员占据很大一部分，他们大多数是在同对西汉作战时被俘

而归附西汉的。霍去病在“河西之战”一役中，就俘虏“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3] (卷 111
《卫将军骠骑列传》P. 2931)。这些人中，亦有因在后来帮助西汉对匈作战因功进侯者，如校尉仆多，因

随霍去病于“河西之战”建功，被封煇渠侯，《通鉴》胡注称“仆多本匈奴种，来降汉”[6] (卷 19《汉

纪十一》P. 631)，故“仆”姓亦成匈奴内附诸姓之一。根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武帝

时期还有赵信、赵安稽、桀龙、复陆支、伊即轩和渠复絫等匈奴归附官员为西汉立有战功，因而被进封

为列侯。另外，武帝时期卫律，为长水胡人，清人王先谦经过考证，认为“律父盖胡人，降汉，为胡骑

而屯长水”[7] (卷 54《李广苏建传》P. 3961)，故卫律当为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后代。 
匈奴贵族大规模归附西汉第三次高潮发生在汉宣帝在位时，由于其内部存在多方政治势力相互倾轧，

最终引发“五单于争立”。“五单于争立”初期，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与握衍朐鞮单于不睦，便率领其

部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 59)投降西汉，被封为归德侯。宣帝五凤二年(前 56)和三年，匈奴乌桓屠蓦单于

子王定和謼连累单于因在“五单于争立”中失利，率众投降匈奴，分别被封为信诚侯和义阳侯。 
呼韩邪单于虽在“五单于争立”中胜利，但并未实现对匈奴的统一，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

支单于，转攻呼韩邪单于，其不敌，转而南奔，郅支单于占据单于庭。宣帝甘露元年(前 53)，为郅支单

于所败的呼韩邪单于，接受贵人左伊秩訾王献计，“入朝事汉，从汉求助”[5] (卷 94 下《匈奴传下》P.3797)，
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西汉，以示归附修好之心。《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二年

前往五原塞，西汉以极高礼节对其进行了接待，令其“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5] (卷 94 下《匈

奴传下》P. 3798)，同时还举行了“聘礼”3之仪。 
呼韩邪单于归国后，得到西汉物资和兵力援助，使郅支单于不敢继续南攻，匈奴进入短暂的南北对

峙时期。直到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前 33)，西域校尉甘延寿斩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才得以重新统一匈

奴。重新统一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为保持和西汉良好的关系，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5] (卷 94 下《匈

奴传下》P. 3803)，西汉将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嫁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自此匈奴与西汉重新“修

文而和亲矣”。需要指出的是，呼韩邪单于附汉和亲，和西汉初年汉匈“约为兄弟之国，结和亲”虽都

是汉匈之间友好往来，但其意义不可等量齐观。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论赞中对此形容为：“有卑下

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5] (卷 94 下《匈奴传下》P. 3830)。显然，在班固眼中，西汉初年汉匈

 

 

3聘礼为古代天子招抚诸侯、使臣之礼，据《礼记·聘义》载：“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君亲礼宾，宾私面私觌，致

饔饩，还圭、璋，贿赠，飨、食、燕，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通过对比宣帝赐予呼韩邪单于礼物来看，其地位确在西汉诸侯

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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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兄弟之国，结和亲”是“卑下而承事”，呼韩邪以下，汉匈“修文而和亲”则属于“威服而臣畜”。

班固此言虽未跳出中原传统史家桎梏，但却对汉匈对峙中双方此消彼长的关系精准概括。 

3. 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担任高官 

根据阎步克研究，西汉官制处于“爵–秩二元”时期，即由西周“爵–食”制到后代品秩制度的过

渡时期，故爵位较高的贵族仍担任有官职，而列侯一般在朝中担任重要的军政官职，所以匈奴因归义而

封侯者应均在西汉朝中任有官职 4。 

3.1. 匈奴归义人员在西汉担任武职官员 

根据《汉书·景武昭宣成功臣表》所示，归义匈奴贵族往往担任武职，如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周

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曾“使轻骑兵弓高侯(韩颓当)等绝吴楚兵后食道”[5] (卷 40《张陈王周传》

P. 2060)。可以说，韩颓当率领轻骑精兵截断吴楚粮道一举，是平定“七国之乱”的重要节点，而此举之

所以能成功，除周亚夫高明计谋外，韩颓当出色的骑兵指挥也发挥了较大作用。韩颓当之孙韩说，先后

被武帝任为横海将军、游击将军等职，在西汉对外作战中屡立战功。另外，前文赵信、赵安稽、桀龙、

复陆支、伊即轩和渠复絫等匈奴归义者，在西汉对外作战中立有战功，显然其是在西汉军中任职的。 
西汉对跟随匈奴贵族归义而来的部众，一般会挑选其中精于骑射之人，编为属国骑或编入驻守三辅

胡骑之中。如《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骐侯驹几“以属国骑击匈奴，捕单于兄侯”[3] (卷 20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P. 1049)，由此看出，属国骑是西汉缘边的重要武装力量。另外，属国骑平时还担

任“侦侯”之责，居延汉简“以食斥候胡骑二人五月尽”[8] (P. 291)即是明证。除了编入属国骑外，还有

部分精于骑射的匈奴部众被统一编入到西汉禁军里。其中，长水校尉和胡骑校尉就负责统领由匈奴人组

成的胡骑禁军。这些被编入禁军的匈奴部众，一般承担宿卫长安、三辅之责，如武帝征和二年(前 91)，
在巫蛊之祸中，太子刘据就曾矫招发武库之兵和长水、宣曲胡骑对抗武帝。此外，他们还会被征调出征，

如宣帝神爵元年(前 61)，西北羌人动乱，赵充国及其子赵卬“将期门佽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

至令居”[5] (卷 69《赵充国辛庆忌传》P. 2976)，其中，八校尉负责配合金城太守清缴隐匿山间的羌人，

疏通道路。 
可以看出，大部分归义西汉的匈奴人员，都被任为军队武职，或编为胡骑军队。这与匈奴游牧生产

生活方式有极大关系，我们知道，匈奴部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3] (卷
110《匈奴列传》P. 2879)，自小善于骑射，而且匈奴骑兵作战是以轻骑突袭为主，和西汉大规模骑兵战

阵战法不同。这些在西汉担任军职的匈奴归义人员，自然将这种匈奴骑兵战法在西汉军队中推广开来。

事实证明，这种战法在西汉对外作战中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如霍去病轻骑突袭休屠部即是其中一例。

可以说，匈奴归义人员的加入，不但拓宽了西汉军队的兵源、丰富了西汉军队战法、提高了西汉军队的

战斗力，还大大加深了汉匈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学习互鉴，对更新西汉军事制度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2. 匈奴归义人员及子嗣在西汉担任非武职官员 

除担任军队武职外，还有部分匈奴归义人员担任皇帝侍臣和文职官员。上文所述，休屠王太子金日

磾自幼随母没入宫中，为黄门养马，后因养马肥壮，得武帝青睐，长时间担任侍中驸马都尉一职，常“出

则骖乘，入侍左右”[5] (卷 68《霍光金日磾传》P. 2960)。其子金赏，宣帝时被任为太仆，专司宫中舆马

与马政，元帝时迁为光禄勋，掌管宫中门户戍守。此外，景帝时归义的唯涂卢之孙唯涂光，武帝太始三

 

 

4翻检《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可以发现，归附西汉的匈奴贵族，有一部分被封为列侯，其原因可从“敦煌酥油土木简”81D38·3
简中知悉，即“□者众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两千石，赐黄金五百”，缺字处学界一般认为是“降”字，“石”为“户”字之讹。

据此，朱绍侯判断此简当为武帝时期所颁布“击匈奴降者赏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部分归附西汉的匈奴贵族被封为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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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94)曾出任太常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常秦时作“奉常”，景帝时改称“太常”；

负责掌管宗庙礼仪，其下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和太医六位令丞[5] (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上》

P. 726)。可见，太常在西汉是专门负责皇家仪礼祭祀之官，另考西汉首位太常由博士叔孙通担任，显而

易见，担任此职的唯涂光应深谙中原汉文化。 
不但如此，西汉武帝朝晚期爆发的“巫蛊之祸”中，也有着归义匈奴人员子嗣参与。从《汉书·武

帝纪》来看，征和二年(前 91)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5] (卷 6《武帝纪》P. 208)。
此处和江充一同从卫太子宫中掘出巫蛊的“按道侯韩说”，即韩颓当之孙，因击破东越封按道侯。此时

韩说官任光禄勋，所以他可以带领江充前往卫太子处发掘巫蛊，后被卫太子以江充同党诛杀。考察《汉

书·景武昭宣成功臣表》可以发现，至少有五位归附西汉的匈奴诸侯后代因“巫蛊之祸”被杀，分别是

遒侯陆则、容城侯唯涂光、襄城侯病己、散侯董贤和康侯卢贺(卢它之后代) [5] (卷 17《景武昭宣元成功

臣表》PP. 639~652)。由于史籍缺载，遒侯陆则、襄城侯病己和散侯董贤三人在“巫蛊之祸”中扮演了何

种角色我们不得而知，但容城侯唯涂光曾任太常，总管西汉一切礼仪祭祀之事，而所谓“以蛊祝诅”恰

恰就是其执掌之责，所以唯涂光应和所谓“以蛊祝诅上”有所关联。康侯卢贺则是因“受卫太子节，掠

死”[5] (卷 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P. 641)。前文已述，卫太子对抗武帝所发之兵就由归附匈奴人组

成的长水胡骑。可以说，在整个“巫蛊之祸”中，一直存在着归附西汉匈奴人的身影，可见其已融入到

西汉政治环境当中了。 
另外根据统计，西汉派往匈奴使臣有名姓且见于史籍者共有 54 人，其中就有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

上述卫律即为当中最著名者，对汉匈政局产生了较大影响。据前文，卫律之父归附西汉后，被编入长水

胡骑，又考《汉书·李陵传》“律生长汉”[5] (卷 54《李广苏建传》P. 2457)一句可知，卫律应是卫律父

亲归附西汉后所生，所以卫律自小生长在长安附近，得以有机会结交李延年。后李延年受宠武帝，举荐

卫律出使匈奴，这极有可能是因卫律为“长水胡人”，对匈奴文化更为了解 5。但其从匈奴归来，恰逢李

延年因事被诛，卫律恐受其牵连，便重新依附匈奴，匈奴单于封其为丁零王，统领依附匈奴的丁零部众，

常在单于左右为其谋划。 
通过梳理发现，归附西汉的匈奴人员，因其长于胡地，本身具备良好的战斗素养，且有着丰富的养

殖牲畜经验，故一般被任以武职或在宫内畜养马匹，较少有担任西汉文职官员之人。相反，这些匈奴归

义人员后代，因生于汉地，自小接受中原汉文化，故与他们祖辈不同，除了个别世代为将的家族外，基

本都在西汉担任偏重文职的官员，唯涂光即是其中代表。随着汉匈之间交流不断深入，可以说匈奴归义

人群及其子嗣逐渐融入到西汉政局当中，同汉民族在政治上进行了较为深刻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两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的形成。 

4. 匈奴归义人员推动了汉匈交融进程 

归投西汉的匈奴贵族，融入中原政治体系当中之后，加深了西汉用事者对匈奴的了解。如汉文帝时

期的贾谊，就认为匈奴“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9] (P.134)，
这显然是对匈奴的一种误解。而随着匈奴贵族屡屡降汉，西汉对匈奴的了解就较为客观、全面了，武帝

时期的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冒顿单于兼并诸部后，“控弦之士三十余万”[3] (卷
110《匈奴列传》P. 2890)，即使按照贾谊所说“五口而出介卒一人”计算，冒顿单于时期匈奴人口也有

一百五十余万人。由此看来，匈奴归义群体为西汉带来了诸多关于匈奴的具体信息，不但增进了双方在

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还进一步推动了双方交融的进程。 

 

 

5西汉派往匈奴使者，大多情况会优先选用对匈奴风俗了解的大臣，如江充为赵国邯郸人，与匈奴接近，一定程度上了解匈奴风俗；

又如王乌，为北地人，其因对匈奴习俗十分熟稔，为匈奴单于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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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述“巫蛊之祸”中所用巫术，学界普遍认为是由匈奴地区传入[10]，而传入途径很可能就是匈

奴归义群体。《汉书·戾太子刘据传》记载，江充是通过指使胡巫将偶人埋于太子宫中，来构陷卫太子

以巫蛊之术诅咒武帝，太子无法自白，只得“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5] (卷 63《武五子传》P. 2743)。
另考《汉书·西域传》亦可知，此种巫术在匈奴地区亦十分盛行，武帝“轮台诏”中曾提到匈奴与汉作

战时，就有“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5] (卷 96 下《西域传下》P. 3913)之举。王子今《西汉

长安的“胡巫”》指出，长安地区盛行的部分“巫蛊”形式，就是对匈奴巫术的模拟，并进一步推测，

江充任用胡巫办理“巫蛊”案件正是基于此点[11]。无论是匈奴“巫术”在长安地区盛行，还是江充任用

胡巫构陷卫太子，都是汉匈文化互鉴互融的体现，而匈奴归义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跟随匈奴贵族归附西汉的匈奴百姓，除被编入属国骑和三辅胡骑外，其余均被西汉安置于“缘边五

郡塞外”(又称“河南地”，大致位置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至鄂尔多斯一带)。根据武沐考证，陇西属国

是安置休屠部属国，安定属国和五原属国则为浑邪部属国，上郡、西河属国应为屠各部所在的属国[11] (P. 
77)，故该地区成为两汉时期重要的多民族交往杂居地区。定居此地的匈奴部众，自迁徙至此，至西汉末，

逐渐和该地区原有的中原汉民族形成杂居错处的格局，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也渐渐接受并学习了中原的农

耕技术，由原来的游牧生产方式转变为半农半牧，或农耕生产方式。《汉书·地理志》对其描述为：“水

草宜畜牧，凉州之畜当为天下饶……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之应，贤于内郡。”[5] (卷
28 下《地理志下》P. 1645)可以看出，匈奴部众定居此地后，对该地农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游

牧民族先进的畜牧技术和中原发达的农耕技术在这里有机结合，形成了“畜当为天下饶”和“谷籴常贱”

的局面。 
1992 年至 1993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巴彦淖尔文物工作站对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纳林套

海汉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 45 座墓葬。相关专家根据墓葬规格和陪葬品数量将其分为两期，第一

期大致是由汉宣帝至汉平帝时期；第二期大致是王莽执政时至东汉初，挖出共 400 余件形制不同的陶器，

其中有 5 件人俑，均为小眼大鼻形象，M10、M24 出土的人俑还头戴尖状风帽。考古报告《纳林套海墓

葬》认为这 5 件陶俑是胡人庖厨俑和胡人打水俑。从目前学界对汉代画像石研究情况来看，为区别北方

游牧民族部众和中原汉族百姓，汉代画像石一般会将北方游牧民族部众塑造成高鼻、小目或深目以及头

戴尖状风帽形象。报告进一步推测，西汉中晚期的朔方诸郡，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匈奴人，他们和当地

汉族人口交融共存，并承担起庖厨等家内杂物[12] (P. 10)。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北边自宣帝以

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部野。”[5] (卷 64 下《匈奴传下》P. 3826)结合该条史料和纳林

套海墓葬出土多件胡人形象陶俑和画像，可以认为西汉中晚期的胡人形象陶俑和画像，大多和匈奴有关，

是对匈奴人形象的描绘。又考虑到巴彦淖尔至鄂尔多斯一带，西汉时期设有朔方、五原、定襄诸郡，自

武帝起，就多次进行“移民实边”。由此可见，纳林套海墓葬群出土的胡人形象陶俑和画像无疑是投降

西汉的匈奴部众和缘边五郡的汉族百姓友好交流，互动共存的重要物证。 
不但如此，当时还存在中原汉文化通过匈奴归义人复归匈奴而传向匈奴地区的现象。如赵信在投降

西汉后，吸收学习了大量中原文化和习俗，其再次归附匈奴后，将这些学习的中原文化带去了匈奴。2009
年，俄罗斯和蒙古国联合组成的中亚联合科考队对位于蒙古国南戈壁省瑙木冈苏木的巴彦布鲁格西汉要

塞进行考古发掘。蒙古国学者德·察京道尔吉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断定该处西汉要塞即“赵信城”

[13]。从《史记·匈奴列传》对匈奴习俗记载来看，匈奴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3] (卷
110《匈奴列传》P. 2879)。而且，武帝后二年(前 87)，匈奴内部对如何抵御西汉进行了探讨，其中丁零

王卫律提议应穿井筑城，囤积粮食，令投降匈奴的汉人进行驻守，这样可以有效抵御西汉来袭，但被匈

奴大臣们以“胡人不能守城”为由否决。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的匈奴人应还是遵循传统游牧生活方

式，尚未完全掌握筑城技术，所以该城有很大可能是由来自中原汉人进行建造的。A.A.科瓦列夫《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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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要塞遗址(汉受降城)的考古发掘及西汉时期外部防御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详细介

绍了该城址出土遗物，并且提出了和察京道尔吉相左的观点，即该城应是西汉公孙敖所筑受降城[14]。该

遗址出土大量被暴力肢解或锐器劈砍过的人骨遗骸，并出土有部分汉式兵器，发掘者据此判断该处城址

为西汉所筑城址。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北至窴颜

山赵信城而还”[5] (卷 94 上《匈奴传上》P. 3769)。结合该条史料与巴彦布拉格要塞发现位置来看，可以

大致判断，该城址极有可能是赵信城遗址，而发现的人骨遗骸也极有可能是在漠北之战中，同匈奴兵交

战时受伤战死的西汉兵士，察京道尔吉的观点显然具有一定道理。以此论之，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

格要塞遗址无疑是赵信学习吸收中原汉文化后，在匈奴社会的一次有益尝试。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出，“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

始向四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紧接汉魏在西晋末年黄河流域及巴蜀盆地出现了

‘十六国’，实际上有 20 多个地方政权，大多是非汉民族建立的。在这大约一个半世纪(304~439 年)里，

正是这个地区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是汉族从多元形成一体的一幕台前的表演。

而这场表演的准备时期早在汉代开始，匈奴人的‘归附’即是其中的一幕”[1] (P. 27)。综合全文可知，

西汉时期的匈奴归义人员在汉匈双方交往过程中确实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促进了双方彼此了解、推动

了双方彼此互动、加速了双方彼此交融，是十六国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从史书记载来看，西汉时期

的匈奴归义人员有高层的匈奴诸王及其子嗣、也有中下层匈奴官员以及底层的匈奴部众。他们在投降西

汉后，或成为西汉重要大臣，影响着西汉政治局势；或凭借其出众的军事天赋成为西汉杰出的将领，帮

助西汉稳定内、外部局势；也有融入到中原百姓的生活当中，碰撞出新的文化内涵。磴口县纳林套海墓

葬群出土的胡人形象陶俑和画像，更是匈奴和汉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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